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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会议的远因

如果用一句话概括，那就

是1958年以来“大跃进”运动

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败。

是召开七千人大会的一个最根

本的原因。

 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

初衷，是想尽快实现中国工业

化，他最大的梦想，是“把中国

变成一个伟大、强盛、繁荣、高

尚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

家”，使古老的中华民族自立于

世界民族之林，让贫苦的中国

人过上平等、幸福的生活。

1958年8月，毛泽东对赫鲁

晓夫说：1949 年中国解放我是

很高兴的，但是觉得中国问题

还没有完全解决，因为中国很

落后，很穷，一穷二白。以后对

工商业的改造、抗美援朝的胜

利，又愉快又不愉快。只有这次

大跃进，我才完全愉快了！按

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中国人民

幸福生活完全有指望了！他总

是想把各项建设事业搞得快一

点，用最快的速度扭转中国经

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的被动

局面，尤其在中国经济连续七

年取得高速增长的情况下，毛

泽东失去了冷静，轻率地发动

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

运动。

面对人口这么众多，这么

原始、落后的一个农业大国，试

图通过发动全国人民靠日夜苦

干，花几年、十几年的时间，就

摘掉贫穷落后的帽子，使主要

工业品产量超英赶美，今天的

人们已经知道，这是完全不可

能的。但是，当时毛泽东并没有

意识到这些。他认为事在人为。

中国人民既然能够推倒三座大

山，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使全

国的经济和文化建设有了飞跃

的发展，那么就完全有理由相

信，一定能够在不太长的时间

内，实现中国的繁荣与富强。于

是，一个由领袖发动，全国人民

积极响应的“大跃进”运动，不

问客观条件，仅凭满腔热情，做

了很多违背自然规律、经济规

律的事情，尤其为了实现“跃

进”的高指标，浮夸风甚嚣尘

上，一时间，亩产千斤县、万斤

□ 张素华

    1962年 1月11日－2月7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扩大工作会议，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

党委、地委、县委、重要厂矿党委及军队的负责干部参加，共七千多人。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举行的

规模最大的一次工作会议，人们习惯地称其为“七千人大会”。

    召开一个七千多人的中央工作会议，规模之大，在党的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况且是在国家财政极端

困难，人民生活极端困苦的情况下，召开这样一个大会，决不是一件轻易决定的事情，其背后必定有极不

普通的原因。那么，七千人大会的背后是些什么情况呢？

为什么要召开“七千人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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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的奇迹到处都是，钢、铁、煤

等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也是不

断翻番，令党和国家领导人十

分兴奋。据此，毛泽东和党中央

将超英赶美的时间不断缩短，

超过英国由 15年缩短为 10年，

由10年又缩短为7年，再由7年

缩短为5年，由5年又缩短为2

至 3年。

在开展“大跃进”的同时，

还伴随着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

仅几个月的时间，全国亿万农

民就将所有的土地、牲畜、农具

统统交公，甚至有的地方把农

民的房子、铁锅及生活用品也

归了公，要向共产主义过渡。

严重违背经济发展规律的

事情怎能长久，仅仅一两年的

时间，出现了全国性的大饥

荒！那么多的粮食哪里去了呢，

或者，根本就不曾有过？！毛

泽东吃惊不小！

事实就是如此，由于在农

村迅速实现公社化，大搞“一平

二调”、大搞劳民伤财的所谓

“大办”工厂，加上乱改耕作制

度和耕作技术等等，粮、棉、油

不但没有增产，反而大幅减产。

工业生产，由于摊子铺得太大，

乱上项目；又以钢为纲，破坏了

综合平衡，严重影响了其他产

品的生产；还废除了不少规章

制度，造成企业管理混乱，致使

轻、重工业都受到严重破坏，不

少产品产量直线下降。

被惊醒的人们开始思考：

他们付出了如此艰辛的努力，

收获的却是难以承受的困难局

面。根本原因是什么？中国共

产党自从遵义会议以来，第一

次遭遇如此巨大的挫折，不少

人感到内疚、困惑与不安。如何

走出谷底，社会主义建设到底

应该怎么搞，这些问题困扰、纠

缠着人们，七千人大会也就呼

之欲出了！

会议的近因——在调整

中困难重重，如何克服？

其实，毛泽东在和赫鲁晓夫

谈话后不久，便开始察觉“大跃

进”出了问题，混淆了两个界限，

刮了“共产风”。为了尽快纠正

“左”的错误，1959年夏，毛泽

东又在庐山召开中央政治局扩

大会议。但这个时候的毛泽东，

还没有料到如不坚决纠正“左”

的错误，将会带来极其严重的恶

果。当彭德怀等对“大跃进”提

出比较直率的批评时，因为一些

历史上的恩恩怨怨以及赫鲁晓

夫的背景，他便很难接受了。

在1960年 8 月，管计划工

作的李富春，深感全面“大跃

进”的态势再也难以为继，提出

了“整顿、巩固、提高”的纠偏

方针，后被周恩来改为“调整、

巩固、充实、提高”，成为著名

的八字纠偏方针。

不久，“信阳事件”爆发。当

年的中南局第二书记王任重在

讲话中说：“我到光山（信阳地

区的一个县）去看过，房屋倒

塌，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人人

戴孝，户户哭声，确实是这样，

这不是什么右倾机会主义攻击

我们，这是真的。” 1998年邓力

群回忆说：“我的一位老朋友彭

大章（中南海秘书室的负责人

之一）从信阳调查回来，对我

讲：老邓啊，问题真严重啊！说

时神色惨然！后来先念同志也

去了，回来讲，他去过的村庄，

妇女没有一个不穿白鞋的。”

就在毛泽东获知信阳情况

的当天，他立刻召集中央政治

局常委会议，以十万火急的方

式请周恩来抓紧制定中央关于

农村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简

称《十二条》），亲自审阅修改，

重申反对“共产风”，反对“一

平二调”，强调要实行按劳分配

的原则，允许农民保留小额自

留地，经营小规模家庭副业，有

领导有计划地恢复农村集市等。

将过度集中的权限下放给个人

一些，农民开始有了小的经营

权和自主权。这个文件的下达，

是中央大幅度调整农村政策以

战胜严重经济困难的开始。毛

泽东反思的结果认为，我们之

所以做了违背经济规律的事，

是因为脱离了实际。他提出

1961 年要搞一个调查研究年、

实事求是年，试图开始进行全

面调整。

但1961年初，决策者还想

在钢的问题上超英赶美，因而

产量还是定在了1800万吨，同

1960年基本持平，其他如煤炭、

木材、粮食的指标也相对较高，

这使全国的生产情况更加不平

衡。到了5月北京会议，国家库

存的粮食越来越少，城市粮食

供应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工业

生产速度也大幅下降，再保

1800 万吨钢已不可能，如果再

坚持下去，就会出乱子，这样钢

的指标才下调到1400万吨，其

他指标也相应下调。不过，人们

仍然存有幻想。

到了8、9月间，无论中央

怎样努力，受原料、燃料的限

制，全国工业生产形势仍呈下

滑趋势，1400 万吨钢也无论如

何扛不下去了。这时的中央开

始真正懂得，要想调整，就必须

退够，否则不可能进行调整。在

庐山会议上，钢的指标才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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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下调到850万吨，其他产品的

指标也相应下调。应该说，这时

的中央政策，才真正落了地，才

有了进行全面调整的基础。

到1961年底，城市局势依

然十分严峻，轻工业从1960年

起，重工业从1961年起急剧下

降，1961年工业总产值比1960

年下降40% 多；人民日用百货

严重短缺，商店的货架上基本

全是空的。为扭转这样困难的

局面，在调整上述各项生产指

标的同时，中央还做出了一系

列大的调整动作。

在农业方面，《农业六十

条》将以公社为核算单位，改为

以大队（当时称生产队）为核算

单位；并将公社和大队的规模

调小，变成公社以乡为单位，大

队以自然村为单位。1961年5月

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宣布解散

公共食堂，基本废除供给制，解

决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倾向。

1961 年 9 月，又将分配权由大

队下放到小队，以生产小队为

基本核算单位。渐渐地，农民的

积极性被调动起来。

在工业方面，《工业七十条》

使企业渐渐进入有章可循的运

行轨道。手工业、商业、教育、

科技等不少行业都进行了调整。

为了解决粮食危机问题，中央还

做出一个令人惊叹的大动作，即

大量精简城镇人口，1961年，共

精简城镇人口1000 万，这在我

们今天看来，多少有些“天方夜

谭”的味道，但当时却办到了。

各项工作渐渐地开始走向

正轨。但中央感到全党各级干

部面对如此大起大落、令人尴

尬的局面，多少有些懊恼气馁

情绪，用中央的话说就是人们

的气不够壮！为了克服畏难情

绪，使大家重新鼓起对未来的

希望，中央决定制定一个两年

计划加一个 7年计划。

为什么不是5年或 10 年计

划呢？原来，中央设想1969年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 2 0 周

年，如果在20 周年的时候，能

够解决人民吃、穿、用的问题，

就大有希望了。第二个5年计划

在1962年结束，从1963年起到

1969 年是 7年，所以就决定制

订一个7年计划。用邓小平的话

说：总要有个奋斗目标。一个任

务完成了，要提出新的任务，不

断地引导前进。这一个时期，都

在低指标里面搞过来搞过去，

圈到那个圈子里面出不来的，

连低指标都发生问题了。

为了燃起大家的希望，中央

书记处连续召开各部门会议，听

取他们对“7年计划”的安排与

设想，然而在落实各项生产指标

时，却遇到了问题：中央的指示

不那么灵了，地方开始强调本地

区、本部门的利益，向中央讲策

略、讲条件等等，如果不解决，

就会影响调整工作的进行。

 1961年 12月11日，邓小

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我

们的干部要讲理想、讲全局，口

里讲有志气，假的，不愿吃点

亏，斗争目标是中央，好像中央

是个大财主。现在有点被困难

吓倒了。同一天，邓小平在听了

农业部长廖鲁言汇报农业工作

会议的情况后，又说：现在思想

状况讲原则都通，讲具体就斤

斤计较，缺乏一个理想，一个目

标，对前途没有信心，最近召开

的几个会议，农业会议和工业

会议都一样，都给我这种感觉。

1961年10月，苏共中央在

莫斯科举行第二十二次全国代

表大会，中共派周恩来率代表

团前往参加。此时的赫鲁晓夫

正是他个人权力达到颠峰、忘

乎所以的时候，可以指挥社会

主义国家全面推行“和平共处”

的国际路线。所以在这次大会

上，他决定“利用中国国内的局

势，动摇毛泽东的地位。因为苏

联人从秘密渠道得到情报说：

中共内部对苏方针有分歧，毛

的对内政策遭到失败，中央政

治局产生了分裂，对毛的不满

在增长。” 赫鲁晓夫自己也说：

“实际上，我们对他（指毛泽东。

引者注）已经忍耐不住了。如果

你读一读我在苏共二十二大上

作的报告，你就会发现我有许

多话都是针对中国讲的，只是

没有点中国的名罢了。就在二

十二大上，我们否定了毛泽东

的立场中的主要教义。”

赫鲁晓夫的举动，激怒了

中国共产党，周恩来提前回国。

赫鲁晓夫的挑衅行为，无

疑也更加激怒了毛泽东。毛泽

东亲自到机场迎接周恩来，这

在他的政治生涯中是比较少见

的。他以率刘少奇、朱德、邓小

平等党的主要领导人到机场热

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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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迎接周恩来的举动，向赫鲁

晓夫表明中共领袖是团结一致

的，以及中共对赫鲁晓夫的决

不屈服态度。为了顶住赫鲁晓

夫的压力，不被赫鲁晓夫利用、

看扁，毛泽东和中央决心团结

一致，克服了困难，搞好了经

济，不但可以顶住来自国际的

压力，还可以战胜各种挑战。这

也是毛泽东下决心要召开七千

人大会的原因之一。

会议的直接起因——粮

食征购发生了问题

城市人口虽然减掉了 1000

万人，国家手中的粮食还是很

难满足城市的最低需求。加上

手中的外汇不多，无力去国际

上购买粮食。以当时的国际环

境，即使手中握有外汇，也担心

一些国家不会卖粮食给中国。

为了解决燃眉之急，不得不挖

了库存，但仍有保不住最低需

要的危险。1961 年，城市已发

生几起请愿事件，万一因为城

市断粮，市民骚动起来，比农村

的乱子还大，后果不堪设想。

自1960年河南、山东、甘

肃问题爆发以来，省以下都在

考虑如何使农民吃多点，农业

恢复快点。过去是以少报多，现

在是以多报少，因而中央在落

实粮食征购、上调指标时深感

困难重重。1961年11月中旬，各

地上交中央的粮食只完成 20％

多一点。京、津、沪三大城市粮

食问题全面告急。有鉴于此，中

央一方面精简城镇人口，一方

面计划1962年向全国征购粮食

820亿斤（其中上调150亿斤），

比1961年多征 100亿斤，结果

下边反映十分强烈，表示无论

如何很难完成。怎么办？为此，

中央曾召集各省市自治区负责

粮食工作的同志开会，但没有

解决问题。无奈，1961年11月

10 日，中央在有各中央局第一

书记参加的会议上，专门落实

粮食征购及上调问题。

会上，各中央局书记其实也

在心里叫苦，他们处在一个两难

境地，下面和他们也是斤斤计

较，在中央把任务接了下来，回

去怎么办？大家的屁股都坐在

农民方面，讲征购就抵触。

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提出

一个建议，把全国的地委书记

找到北京来，打通思想。邓小平

觉得这也是一个办法，可是来

那么多人，吃饭怎么办？他顺

口说了一句话，各人带猪肉，带

青菜来。

这次会议，各中央局第一书

记虽然在接受上调任务时，表现

得有些畏难情绪，但毕竟接受了

150亿斤的盘子。负责粮食工作

的李先念如释重负，他高兴地

说：讨论得很好。首先一条还是

现在到明年六月怎么过的问题，

搞得不好，城市里开不了饭。拜

托各位把北京保一下，现在知识

分子和干部病得很厉害。

 11月12日晚上，邓小平等

将会议情况和陶铸的提议，向毛

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认为大家

提议打通思想，开地委书记会议

有道理。中央对“大跃进”以来

的工作是应该总结一下了。干脆

把县委书记都找来，要开就开个

大会，开一个县委书记以上的五

级干部会议。会议的开法是总结

经验，鼓足干劲。总结经验是讲

清道理，好坏经验都要讲清楚。

这几年各省只讲自己错，不讲中

央错，这不符合事实，要用这次

大会讲清楚，不要怕鬼。几年来

中央在工作上犯了什么错误，要

讲。中央的账要交代清楚。我们

交了心，才能要求他们交心。错

误的责任，第一是中央，第二是

省。中央第一是改，第二是检讨。

对地方只要求改，可以不做检

讨。会议搞十天，大会套小会。

毛泽东还说，他准备在大会上讲

话，中央各同志也讲一讲，把会

议当作小整风，把大家的思想统

一起来。就这样，1962年初，中

央要召开一个县委书记以上干

部大会的事情，在毛泽东那里定

下来了。

在起草通知时，邓力群觉

得人们对《工业七十条》的争议

较大，尤其厂矿一级的党委书

记有抵触情绪，认为“七十条”

消减了他们的权力，这对贯彻

“七十条”是个困难问题。为此

他建议全国重要厂矿的厂长、

党委书记也来参加大会。邓小

平同意了这个建议，毛泽东、周

恩来、彭真也分别画了圈，这样

原本六千多人的大会，就变成

了七千多人的规模。

（摘自《变局：七千人大会

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6

年 6 月版，定价：38.00元）


